
2001年温伯格（Jonathan M. Weinberg）、尼科尔斯（Shaun Nichols）和施蒂希（Stephen P. Stich）发表

的《规范性与认知直觉》①一文，是知识论发展的里程碑，标志着实验知识论（experimental epistemology或
X-epistemology②）的诞生。该文一石激起千层浪，正如在《实验哲学》③封底评论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哲

学系杰出教授、意识研究中心主任查默斯（David Chalmers）评价所说：“实验哲学是近年来哲学上的最

令人兴奋和最有争议的发展之一。”知识论学家们对新生的实验知识论的合法性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他

们对待实验知识论的态度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以索萨（Ernest Sosa）④和路德维格（Kirk Ludwig）⑤为代

表的强烈反对者，对实验方法作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他们的批评集中在：质疑问卷过程中自我报告的可

信性；质疑测量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质疑抽样、随机分配问卷的恰当性；质疑研究报告的严谨性等。第二

作者简介：曹剑波，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福建厦门，36100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虚拟现实的实验研究对实验哲学的超越”（15ZDB016）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当代知识论的系列研究”（14ZDB012）成果。
① Jonathan M. Weinberg, Shaun Nichols & Stephen P. Stich,“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 in: Joshua

Knobe & Shaun Nichols e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7～46.
②“X-知识论”即“未知知识论”，表示作为一种新的知识论其前景是未知的。
③ Joshua Knobe & Shaun Nichols e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④ Ernest Sosa,“Intuitions and Meaning Divergence”,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Vol. 23(4), 2010, pp. 419～426.
⑤ Kirk Ludwig,“Intuitions and Relativity”,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Vol. 23(4), 2010, pp. 427～445.

基于三个维度的实验知识论研究

曹剑波

摘 要:实验知识论是近10余年来伴随实验哲学运动产生的一种新兴的知识论。与传统

的分析知识论凭借哲学家的直觉和思辨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知识论问题不同，实验知识论主要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检测普通大众对知识论问题的直觉，从而为解答知识论问题提供实证数

据。实验知识论极大地挑战了传统知识论的许多结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主张：知识归赋的

实验研究发现知识归赋具有语境敏感性；确证理论的实验研究为确证的内在主义提供了支持；

怀疑主义的实验研究挑战了怀疑主义的重要性。

关键词：实验知识论；知识归赋；案例；问卷调查；直觉；普通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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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是以席培尔（Joseph Shieber）①和霍夫曼（Frank Hofmann）②等为代表的温和反对者，总体上同情实验

的方法，但主张研究知识论的主要方法仍然是传统的分析方法。第三种是以诺布（Joshua Knobe）和尼

科尔斯等为代表的温和支持者，倡导把实验方法看作“往哲学家的工具箱里添加另一种工具”③，主张把

实验方法当作知识论研究的新方法。第四种是以纳罕姆斯（Eddy Nahmias）和莫里斯（Stephen Morris）
等④为代表的强烈支持者，主张抛弃传统知识论的研究方法，全面采用实验方法从事知识论研究。

今天，实验知识论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了知识论的一个新的分支。与以往的分析知识论不同，实验知

识论借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认知科学的方法来为研究知识论问题提供实证数据，以此探求解答知识论

难题的新途径。“数据无理论则空，理论无数据则盲”⑤，实验知识论为分析知识论提供了方法上的补充，

两者相得益彰。实验知识论的出现，是知识论研究方法的重大变革。虽然国外实验知识论的研究时间

很短，但发展迅猛，并产生了许多有趣而又重要的发现，国内研究也已成燎原之势。实验知识论极大地

挑战了传统知识论的许多结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发现。下面仅从知识归赋的实验研究、确证理论的

实验研究、怀疑主义的实验研究来展现实验知识论的成果。

一、知识归赋的实验研究

知识归赋（knowledge attribution）指对一个命题是否为知识的判定。研究知识归赋问题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一方面，无论是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

还是苏格拉底的“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古今中外，对甄别“知”与“不知”的重视，都属于知识归

赋。而且，“知识归赋是否具有语境敏感性”这个问题，是当代知识论争论最激烈、最长久的问题之

一。另一方面，对他人是否有知作出判断是十分重要的平常事。这是因为：只有当我们确信某人有某

种知识，我们才会向他请教或跟他学习；只有当我们相信某人对某案件知情，我们才会把他当作证人；

只有当我们能正确判断犯错者是否知道他所犯的错，我们才能给他公正的谴责，对明知故犯者，要罪

加一等。

在“A说：‘S知道P’”中，“A”是作出断言的人，称为归赋者（attributor）；“S”是被归赋为有知识的人，

称为是主体；被归赋的语句“P”是某个命题，称为被归赋者（attributee）。
实验知识论中最活跃和最有争论的问题是“知识归赋是否具有语境敏感性”。此话题涉及不变主义

与语境主义之争，尤其是归赋者语境主义与主体敏感的不变主义之争。在此问题上的问卷调查研究，经

① Joseph Shieber,“On the Nature of Thought Experiments and a Core Motivation of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Vol. 23(4), 2010, pp. 547～564.

② Frank Hofmann,“Intuitions, Concepts, and Imagination”,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Vol. 23(4), 2010, pp. 529～
546.

③ Joshua Knobe & Shaun Nichols e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0.
④ Eddy Nahmias, Stephen G. Morris, Thomas Nadelhoffer & Jason Turner,“Is Incompatibilism Intuitive?” in:

Joshua Knobe & Shaun Nichols e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81～
104.

⑤ Jesse J. Prinz,“Empirical Philosophy and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in: Joshua Knobe & Shaun Nichols e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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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了从质疑到实证的过程。

《当事情不太重要时，你知道更多吗？》①《实践利益、相关选择项和知识归赋：一个实验的研究》②《周

六知识没有关闭：日常语言的研究》③和《风险对证据不重要的证据》④等，通过调查普通大众对改写的银

行案例或类似案例的回应，说明实验没有发现知识归赋存在风险效应或凸显效应。这些实验似乎证明

知识归赋不受风险效应或凸显效应的影响，似乎击败了归赋者语境主义和主体敏感的不变主义，确证了

经典不变主义。然而，这种想法太轻率了。肖弗（Jonathan Schaffer）和诺布指出，在已有研究银行案例

的知识归赋实验中，相对于归赋者错误的凸显性对知识归赋没有影响，原因在于已有的实验研究没有成

功地控制对话语境，从而未能使银行改变营业时间这种可能性成为相关对比项。已有的实验只提到改

变时间的可能性，而仅仅提到这种可能并不必然使它凸显，尤其是当银行突然改变营业时间这种可能看

上去相当奇怪或不大可能时更是如此。因此，仅仅在场景中提到银行改变营业时间的可能性就让人们

认为它是相关的，这是不太可能的。要使某种可能性凸显出来并在知识归赋中起作用必须以一种十分

具体和生动的方式呈现出来。⑤皮尼洛斯（Nestor Ángel Pinillos）也指出，那些关注风险在知识归赋中扮

演的角色的研究并未确保受试者准确地把握了细节。具体地说，就是没有确保受试者准确地把握了知

道某物所需要证据的多少与出错的代价之间的关系。⑥

有几个实验研究发现知识归赋具有风险效应和凸显效应，它们是：《知识、实验和实践利益》⑦《支持

知识反理智主义的实验证据》⑧《利益相关的不变主义的经验测试》⑨《对比知识的调查》⑩《凸显与认知自

我中心主义：一种经验的研究》等。这些研究认为，以往没有检测出知识归赋的风险效应的实验存在

四个方面的设计错误：错误的第三方提问方式；没有测试正确的变量；有叙述者暗示的问题；存在抑制

效应。

① Adam Feltz & Chris Zarpentine,“Do You Know More When it Matters Less?”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Vol. 23
(5), 2010, pp. 683～706.

② Joshua May, Walter Sinnott-Armstrong, Jay G. Hull & Aaron Zimmerman,“Practical Interests, Relevant Alter⁃
natives, and Knowledge Attribu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Vol. 1(2),
2010, pp. 265～273.

③ Wesley Buckwalter,“Knowledge Isn't Closed on Saturday: A Study in Ordinary Language”, Review of Philoso⁃
phy and Psychology, Vol. 1, 2010, pp. 395～406.

④ Mark Phelan,“Evidence That Stakes Don't Matter for Evidence”,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Vol. 27(4), 2014,
pp. 488～512.

⑤ Jonathan Schaffer & Joshua Knobe,“Contrastive Knowledge Surveyed”, Noûs, Vol. 46(4), 2012, p. 694.
⑥ Nestor Ángel Pinillos,“Knowledge, Experiments and Practical Interests”, in: Jessica Brown & Mikkel Gerken

eds., Knowledge Ascrip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92～219.
⑦ Nestor Ángel Pinillos,“Knowledge, Experiments and Practical Interests”, in: Jessica Brown & Mikkel Gerken

（eds.）, New Essays on Knowledge Ascrip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92～219.
⑧ Nestor Ángel Pinillos & Shawn Simpson,“Experimental Evidence in Support of Anti- Intellectualism About

Knowledge”, in: James R. Beebe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Epistemology,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 pp.
18～19.

⑨ Chandra Sekhar Sripada & Jason Stanley,“Empirical Tests of Interest-relative Invariantism”, Episteme, Vol. 9
(1), 2012, pp. 3～26.

⑩ Jonathan Schaffer & Joshua Knobe,“Contrastive Knowledge Surveyed”, Noûs, Vol. 46(4), 2012, pp. 675～708.
 Joshua Alexander, Chad Gonnerman & John Waterman,“Salience and Epistemic Egocentrism: An Empirical

Study”, in: James R. Beebe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Epistemology,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 pp. 97～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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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持知识反理智主义的实验证据》①中，皮尼洛斯和辛普森（Shawn Simpson）设计了多对高低风

险的场景，受试者为在美国的土耳其工人。其中一对是硬币案例，案例如下：

硬币低风险案例：彼得是一位大学生，他参加了一场由当地银行赞助的比赛。他的任务是数一

个罐子里的硬币。罐子里装了134个硬币。彼得错误地认为这次比赛的奖金是100美元。事实上，

奖金只是2张这周末的电影票。由于彼得这周末要离开，因此彼得不会要它们。如果彼得没有赢

得这场比赛，对彼得来说也没有什么不好。在只数了一次后，彼得说这个罐子里有134个硬币。一

位也认为奖励是100美元的彼得的朋友对他说：“即使罐子里硬币事实上是134个，但由于你只数了

一次，因此你不知道罐子里的硬币是134个。你应该再数一次。”

硬币高风险案例：彼得是一位大学生，他参加了一场由当地银行赞助的比赛。他的任务是数一

个罐子里的硬币。罐子里装了134个硬币。彼得错误地认为这次比赛的奖金是100美元。事实上，

奖金是10000美元，而且彼得真的需要这笔钱。彼得母亲病了，而且负担不起手术费，他可以用这

笔钱支付救他母亲的命的手术费。如果他不能赢得这场比赛，他的母亲将会死掉，因此风险对彼得

来说很高。在只数了一次后，彼得说这个罐子里有134个硬币。一位也认为奖励是100美元的彼得

的朋友对他说：“即使罐子里硬币事实上是134个，但由于你只数了一次，因此你不知道罐子里的硬

币是134个。你应该再数一次。”

做了几道理解题后，受试者要回答一个6分制李克特量表（0～6，其中“6”表示“强烈同意”，“3”表示

“中性”）：

除了给彼得建议他应该做什么外，彼得的朋友还说，彼得不知道什么。他说，因为彼得只数了

一次硬币，因此彼得不知道罐里有134个硬币（即使最后证明罐子里确实是有134个硬币）。我们对

你的看法感兴趣。在多大程度上，你同意这个主张：

“彼得知道这个罐里有134个硬币。”

实验结果发现，在硬币案例中，知识归赋的得分是，低风险为3.68，高风险为3.06，存在统计学上的

显著差异。实验结果支持了知识归赋的风险效应。皮尼洛斯和辛普森证明，受试者认为，没有意识到自

己处于高风险中的主体将比处于低风险中的主体会更多地检查他们的信念。他们还报导说：（1）在主体

间（between-subject）实验中（即每个受试者只看一个版本的思想实验），受试者对风险的升降并不敏感，

然而；（2）在主体内（within-subject）实验中（即当每位受试者同时看到高低风险的场景），受试者确实出

现了风险敏感效应。这为反理智主义提供了证据。实验发现，为了知道，与低风险相比，高风险的受试

者需要更有力的证据（需要更多次地检查他们的信念）。

亚历山大（Joshua Alexander）等人②用家具案例来做研究。

① Nestor Ángel Pinillos & Shawn Simpson,“Experimental Evidence in Support of Anti- Intellectualism About
Knowledge”, in: James R. Beebe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Epistemology,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 pp.
18～19.

② Joshua Alexander, Chad Gonnerman & John Waterman,“Salience and Epistemic Egocentrism: An Empirical
Study”, in: James R. Beebe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Epistemology,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 pp. 97～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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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家具案例：

普通大众 A（John A. Doe）在一个家具店里。他在正常照明条件下正在看一张鲜红色的桌

子。他相信这张桌子是红色的。问：他知道这张桌子是红色的吗？

更详细的家具案例：

普通大众 B（John B. Doe）在一个家具店里。他在正常照明条件下正在看一张鲜红色的桌

子。他相信这张桌子是红色的。然而，在红色灯光下白色的桌子看起来也会是红色的。他没有检

查灯光是否正常，或者是否有一个红色的聚光灯照在桌子上。问：他知道这张桌子是红色的吗？

受试者各收到一个案例，要求指出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或不同意“普通大众知道桌子是红色的”。答

案用6分制李克特量表（“1”表示“非常反对”，“6”表示“非常同意”）来评估。结果发现，受试者更愿意在

简单案例中进行知识归赋，在简单案例中, 平均得分为5.50；在更详细的案例中得分为3.78，两个案例的

统计结果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实验证明，凸显性确实会影响知识归赋。

知识归赋除了风险效应和凸显效应外，还有认知副作用效应、场景呈现效应和人口统计学变量效应。

二、确证理论的实验研究

认知确证的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源于知识论者在真温案例（Truetemp Cases）和千里眼案例等

案例上的直觉冲突。确证的因素是否全部内在于相信者的视野，是区分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确证理论

的关键。真温案例最初由雷尔（Keith Lehrer）提出，其表述为：

假设有一个人，我们称他为真温先生（Mr. Truetemp）。一名实验外科医生给他做了一个大脑

手术。这位外科医生发明了一个由非常灵敏的温度计和能产生思想的计算设备构成的小装置。我

们称它为“温度电脑（tempucomp）”。这个装置被植入了真温先生的头部，其末端（不比针头大）露

在他的头皮上难以被发现，它起到把关于温度的信息传递到大脑计算系统中的感应器的作用。这

个装置不断地向他的大脑发送信息，使他想到外在感应器记录下来的温度。假设这个温度电脑很

可靠，因此他关于温度的看法是正确的。总之，这是一个可靠的信念形成过程。最后，设想他并不

知道温度电脑已经被植入他的大脑里了，他只是有点奇怪为什么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温度，而且

他从未用温度计来确定这些关于温度的想法是否正确。他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些想法，这是温度

电脑的另一个作用。现在他认为并且接受温度是104华氏度。温度真的是104华氏度。他知道温

度是104华氏度吗？①

如果普通大众普遍同意“真温案例的主角没有知识”，那么外在主义显然是错误的。思想实验假设

大众会普遍同意，真实的情况会怎样呢？在《规范性与认知直觉》一文中，温伯格等人以罗格斯大学的本

科生作受试者，用3个改写版的真温案例（即个人主义、较集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真温案例）来做实验，

发现受试者的文化差异影响对真温案例的判断。个人主义的真温案例为：

① Keith Lehrer, Theory of Knowledge,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90, pp. 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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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查尔斯突然被一块掉下来的石头砸中了，他的大脑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至于无论

什么时候估计他所在地的温度时，他总是绝对正确的。查尔斯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大脑已经发生

了这样的变化。几周后，这个变化的大脑使他认为他房间的温度是71华氏度。事实上，他房间当

时的温度就是71华氏度。查尔斯真的知道他房间的温度是71华氏度，还是仅仅相信这一点？①

不可否认，查尔斯的信念由一种可靠的机制产生，然而，由于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可靠性，所以在

知识论上这种可靠性是外在的。如果受试者不把知识归于查尔斯，那么，这就表明在确证理论上受试者

更偏爱内在主义。几乎所有知识论学者的思想实验认为，由于确证是知识的必要条件，而像查尔斯这样

的主体并没有确证他们的信念，因此像查尔斯这样的真温案例的主体没有知识。温伯格等人的调查研

究也发现，两组受试者都倾向于否认真温案例的主体有知识，然而，与西方受试者相比，东亚受试者否认

真温案例的主体有知识的比例更大：68％的西方受试者否认查尔斯有知识，88％的东亚受试者否认查尔

斯有知识。东亚受试者否认的比例比西方受试者要大，而且东亚人与西方人在这个案例中的反应有显

著的统计学差异。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与西方人相比，东亚人更强调集体主义，更喜欢结合整体语境来认识

对象。查尔斯的信念形成过程没有被他所在社区中的其他人所共有，其认知状况具有个体性。如果把

个体性的认识过程改为较集体的认识过程，结果会怎样呢？温伯格等人为此设计了一个较集体主义的

真温案例，以此来验证社会心理学的结论是否适合知识论。在个人主义的真温案例中，给查尔斯新的感

知能力的是掉下来的石头；在较集体主义的真温案例中，给约翰新的感知能力的是一群由约翰所在社区

的长者邀请来的善意的科学家。较集体主义的真温案例为：

有一天，约翰突然被所在社区的长者邀请来的一群善意的科学家敲昏了，他的大脑随之发生了

重大变化，以至于无论什么时候估计他所在地的温度时，他总是绝对正确的。约翰完全没有意识到

他的大脑已经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几周后，这个变化的大脑使他认为他房间的温度是71华氏度。

事实上，他房间当时的温度就是71华氏度。约翰真的知道他的房间温度是71华氏度，还是仅仅相

信这一点？②

在较集体主义的真温案例中，邀请的善意的科学家是社区所认可的。这一因素的引进使问卷结果

有了些变化：东亚人中有75％说，约翰仅仅相信而不是真的知道；同样的回答西方人的比例为65％。

从个人主义的真温案例到较集体主义的真温案例，东亚人认为“主角真的知道”的比例，从12%增加

到25%，其差别仅仅在于：与个人主义的案例相比，较集体主义的案例更具集体性。温伯格等人因此猜

想，调查结果的差异在于东亚人更强调集体主义。受较集体主义案例的鼓舞，温伯格等人设计了一个更

集体主义的真温案例。在这个案例中，整个社区都有产生真信念的可靠机制。集体主义的真温案例为：

在一个孤岛上，有个名叫法卢基的非常团结的大社区。有一天，一颗有辐射性的流星击中了这

个岛，并对法卢基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改变了他们大脑的化学构成，以至他们无论什么时候

① Jonathan M. Weinberg, Shaun Nichols & Stephen P. Stich，“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in: Joshua
Knobe and Shaun Nichols e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6.

② Jonathan M. Weinberg, Shaun Nichols & Stephen P. Stich，“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in: Joshua
Knobe and Shaun Nichols e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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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他们所在地的温度时，他们总是绝对正确的。法卢基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大脑已经发生

了这样的变化。卡尔是法卢基社区的一个成员。在流星撞击的几周之后，当卡尔在海边散步时，变

化了的大脑使他认为他所在地方的温度是71华氏度。除了这个结论外，他没有其他理由认为当下

的温度是71华氏度。事实上，卡尔所在地的温度当时正好是71华氏度。卡尔真的知道温度是71
华氏度，还是仅仅相信这一点？①

在集体主义的真温案例中，整个社区都拥有产生真信念的可靠机制。一个令人兴奋的实验结果出

现了：32％的东亚人回答“真的知道”，这个比例要大于20％的西方人的回答，其结果与个人主义的真温

案例正好相反。

实验结论可概括为：（1）在个人主义的真温案例中，东亚人与西方人对主角是否真的知道的看法存

在统计学的差异；在较集体主义案例中，差异减小了；在集体主义的真温案例中则反向了（参见下表②）。

个人主义的真温案例

较集体主义的真温案例

集体主义的真温案例

真的知道

西方人

32％

35％

20％

东亚人

12％

25％

32％

仅仅相信

西方人

68％

65％

80％

东亚人

88％

75％

68％

（2）从个人主义的真温案例到较集体主义的真温案例，再到集体主义的真温案例，东亚人认为主角

真的知道的比例依次为12％→25％→32％，这种变化趋势，可以用“与西方人相比，东亚人更重集体主

义”来解释。

（3）在确证理论上，真温案例的问卷调查结果大体证明，普通大众更赞同内在主义。其结论与真温

案例的思想实验相同。

三、怀疑主义案例的实验研究

在当代西方知识论中，怀疑主义的经典论证是建立在缸中之脑案例（Brains-in-a-vat Cases）和斑马

案例（Zebra’s Cases）等之上。分析知识论学家大都赞同“我不知道我不是缸中之脑”、“我不知道这匹

‘斑马’不是巧妙伪装的骡子”。分析知识论学家假定普通大众与他们一样会持有这些观点。然而，实验

哲学对怀疑主义案例的研究表明，普通大众的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地位、教育背景等等，会影响对怀疑主

义案例的判断，普通大众的判断具有多样性。普通大众对怀疑主义案例的多样性看法，对怀疑主义问题

在西方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提出了挑战。下面先以斑马案例为例加以说明。

① Jonathan M. Weinberg, Shaun Nichols & Stephen P. Stich，“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in: Joshua
Knobe and Shaun Nichols e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7～28.

② Jonathan M. Weinberg, Shaun Nichols & Stephen P. Stich，“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in: Joshua
Knobe and Shaun Nichols e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7～29,
pp.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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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德雷兹克提出的“把骡子巧妙伪装成斑马”的来自伪造物假设的“斑马案例”，是当代西方知识论

中常常用来论证怀疑主义的思想实验①。这个论证以斑马案例直觉（即“我们不知道那只动物不是巧妙

伪装成斑马的骡子”）具有普遍性为基础。来自斑马案例的怀疑主义论证可以表述为：

ZP1：我们不知道那只动物不是巧妙伪装成斑马的骡子。（斑马案例直觉）

ZP2：如果我们不知道那只动物不是巧妙伪装成斑马的骡子，那么我们不知道那只动物是斑

马。(闭合原则)
ZP3：我们不知道那只动物是斑马。

然而，在《规范性与认知直觉》中，温伯格等人发现，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不同的

性别等，会影响斑马案例的直觉。他们改写的斑马案例为：

有一天，迈克带着他的儿子去动物园玩。当他们来到斑马园时，迈克指着里面的一只动物对他

儿子说：“那是一匹斑马。”迈克说对了：它确实是一匹斑马。然而，动物园所在社区的老人都知道，

诱骗人们相信假东西的方式有很多。的确，这个动物园的管理员可能把骡子巧妙伪装成斑马，使人

们在观看它们时不能把它们区分开来。如果迈克认为是斑马的那只动物真的就是这样一只巧妙伪

装的骡子，那么迈克仍然会认为它是一匹斑马。迈克真的知道那只动物是斑马吗，或者他只是相信

这一点？⑩

实验结果发现：与西方人只有31%认为迈克“真的知道”相比，南亚人有50%认为迈克“真的知道”，

而且两者存在显著的跨文化差异。③

在另一个改写版的斑马案例中，温伯格等人借助社会心理学家用受教育的年龄来区分高低社会经

济地位群体的标准，测试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在怀疑主义直觉上的差异。案例如下：

帕特带他的儿子去动物园玩。当他们来到斑马园时，帕特指着里面的一只动物对他儿子说：

“那是一匹斑马”。帕特说对了：它确实是一匹斑马。然而，由于帕特与斑马之间有一段距离，帕特

不能区分真斑马与巧妙伪装成看上去像是一匹斑马的骡子。如果帕特认为是斑马的那只动物真的

就是这样一只巧妙伪装的骡子，那么帕特仍然会认为它是一匹斑马。帕特真的知道那只动物是一

匹斑马吗，或者他只是相信这一点？⑩

实验结果发现，两组受试者大都认为帕特“只是相信”，然而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受试者认为帕特真的

知道的有11％，而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受试者则有33％认为帕特真的知道，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学

差异。⑤

① 曹剑波：《知识与语境：当代西方知识论对怀疑主义难题的解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5、157～186页。
② Jonathan M. Weinberg, Shaun Nichols & Stephen P. Stich,“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 in: Joshua

Knobe & Shaun Nichols e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2.
③ Jonathan M. Weinberg, Shaun Nichols & Stephen P. Stich,“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 in: Joshua

Knobe & Shaun Nichols e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31～32.
④ Jonathan M. Weinberg, Shaun Nichols & Stephen P. Stich,“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 in: Joshua

Knobe & Shaun Nichols e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3.
⑤ Jonathan M. Weinberg, Shaun Nichols & Stephen P. Stich,“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 in: Joshua

Knobe & Shaun Nichols e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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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特南的缸中之脑案例①引发了当代西方知识论对怀疑主义问题的持久论争。缸中之脑案例假

定我只不过是邪恶而又天才的科学家制作出来的缸中之脑，我们所有的实际经验都是借助超级自动

机产生的电子脉冲。“我们能否知道我们不是缸中之脑？”或者“我们能否知道缸中之脑假设是错误

的？”这是当代怀疑主义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对这个问题，怀疑主义者常常诉诸“我们不知道缸中之脑

案例是错误的”这种怀疑主义直觉的普遍性，认为对知识有过反思的每个人（或者几乎每个人）都会有

这种直觉。主流知识论者在谈论怀疑主义论证时，通常也肯定怀疑主义的这种直觉是普遍的。事实

到底如何？在《元怀疑主义：在民族方法学中沉思》中，尼科尔斯等人用改写版的缸中之脑案例作了调

查。其案例为：

乔治和奥马尔是室友，爱深夜进行哲学讨论。一天晚上，奥马尔争辩说：“假设在将来，比如

2300年，医学和计算机科学能非常逼真地模拟真实世界，能培养出没有身体的大脑，并用巧妙的方

式把它联接在一台超级计算机上，以致这个大脑完全有一个真人行走在现实世界中，并与他人交谈

的经验。这个大脑相信它是现实的真人，然而，它错了，它没有实际的腿走路而且没有与其他现实

的人说话，它只不过陷入了一个虚拟世界中。请问：你如何能说现在真的不是2300年，而且你真的

不是虚拟现实中的大脑？如果你是虚拟现实的大脑，那么，任何东西看起来、摸起来完全与你现在

看见和摸到的一样！”

乔治沉思了一会儿说：“不过，你看，这是我的腿。”他指着他的腿说，“如果我是虚拟现实的大

脑，那么我不会有真实的腿，因为虚拟现实的大脑是没有身体的。然而，只要看一下，我就知道我有

腿。我一定是真人，而不是虚拟现实的大脑，因为只有真人才有真腿。所以，我仍会继续相信，我不

是虚拟现实的大脑。”

在当下实际真实的世界中，乔治和奥马尔确实是真人，所以他们都不是虚拟现实的大脑，这表

明乔治的信念是真的。然而，乔治知道他不是虚拟现实的大脑，还是他只是相信他不是虚拟现实的

大脑？⑩

尼科尔斯等人发现，在15名已经上过3门以上哲学课的美国大学生受试者中，只有19％回答说，乔

治真的知道他有腿而不是一个虚拟现实的大脑。与此不同，在48名只上过少于2门哲学课的受试者中，

却有55％的人回答说，乔治真的知道他有腿而不是一个虚拟现实的大脑。哲学教育程度不同的受试者

之间的回答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哲学教育较少的受试者更可能说乔治知道。③

普通大众对怀疑主义案例的回答受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背景等影响，具有多样性，不仅

对怀疑主义直觉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而且对怀疑主义问题在西方哲学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质疑。主

流知识论学者通常认为，怀疑主义直觉具有普遍性。怀疑主义直觉的普遍性是怀疑主义成为“最可怕的

① Hilary Putnam,“Brains in a Vat”, in Keith DeRose & Ted A. Warfield eds., Skepticism: A Contemporary Read⁃
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7～42.

② Shaun Nichols, Stephen Stich & Jonathan M. Weinberg,“MetaSkepticism: Meditations in Ethno-Methodology”,
in: Stephen Luper ed., The Skeptics,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2003, pp. 241～242.

③ Shaun Nichols, Stephen Stich & Jonathan M. Weinberg,“MetaSkepticism: Meditations in Ethno-Methodology”,
in: Stephen Luper ed., The Skeptics,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2003, p.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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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是“不可克服的”“无法反驳的”①的原因，是怀疑主义论证历经数千年而具有持久的重要性的根

基。实验数据不仅挑战主流知识论者的看法，而且由于多样的“怀疑主义直觉”会支持逻辑上矛盾的命

题，因此，怀疑主义直觉“不值得信任”②，应该被忽略。此外，如果怀疑主义的论证诉诸怀疑主义直觉，那

么，由于诉诸这些怀疑主义论证的直觉受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因此都是

地方性的，而非主流知识论学者所假设的是普遍的。由于怀疑主义要依赖具有地方性的直觉，其说服力

也是地方性的，这对怀疑主义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③或者“‘自然的’或‘直观的’”④这类主张提出了

重大挑战。

结语

以上仅从知识归赋的实验研究、确证理论的实验研究、怀疑主义案例的实验研究这三个维度介绍了

实验知识论最主要的成果。实验知识论与传统的分析知识论对待知识论问题采取不同的方案，前者凭

借直觉与思辨分析，后者依靠问卷调查。因此，实验知识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结论，我们可以乐观地

预测：在未来的若干年中，实验知识论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从长远看，实验方法在哲学中的运用也将越

来越普遍和越来越寻常。

当然，这样的断言并不意味着每个哲学研究者都要亲自去做这样那样的实验，也不意味着探究所有

的哲学问题都必须诉诸实验，更不意味着要用实验方法来取代思辨分析的方法。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在

日后的哲学研究中，倘若涉及的问题与日常的直觉或经验相关，研究者就不应该再无视由实验哲学或有

关科学所提供的经验证据。

责任编辑：吕妍凝

①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06页。
② Shaun Nichols, Stephen Stich & Jonathan M. Weinberg,“MetaSkepticism: Meditations in Ethno-Methodology”,

in: Stephen Luper ed., The Skeptics,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2003, p. 228.
③ Colin McGinn, Problems in Philosophy: The Limits of Inquiry, Oxford: Blackwell, 1993, p. 108.
④ Michael Williams,“Skepticism”, in: John Greco & Ernst Sosa eds., The Blackwell Guide to Epistemology, Ox⁃

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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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yment ratio. From the international general point of view, legal education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ndicators, is a more effective theoretical model and research
tool. On the one hand, we can review the reputation of leg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subjective indica⁃
tors such as the academic reputation, the reputation of the employer, the social prestige and other in⁃
dicators, and then can use them to analyze their impact on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repu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o achieve the unity of quality and quality, we try to introduce the reference rate
and the teacher-student ratio as the main content of objective index system combined with the subjec⁃
tive indicators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ity and promoting effect of the legal education assessment. In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Chinese legal education assessment, we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par⁃
ticularity of legal education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With the extension from the com⁃
prehensive assessment to the stereoscopic assessment, we should expand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s in
terms of the democratic indicators, which are effectively integrated with“Double First-Class”initiative.

Keywords: the evaluation of legal education; subjective indicator; objective indicator; the unity of
quality and quantity

The Potentiality of“Polarity”and“Mutuality”
Yang Huilin

Abstract：“Polarity”and“mutuality”have been normally used in the theological discourses. Its in⁃
nermost“relational approach”, however, could be conveyed more clearly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wis⁃
dom. If“I AM”is regarded, as the basic grammar of Western metaphysics, the archetype of the mu⁃
tually interacted“correlation”is included in Chinese thought properl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ba⁃
sic problems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should be put into the reference of Chinese thought,
which will not only help China and the west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but also open a new path for
a constructive global coexistence.

Keywords: polarity; mutuality; relational approach; the perfect One; the uncertain Two
Weak Thought: Richard Rorty and a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n the Concept of Irony

Yin Zhenwen
Abstract：As one fundamental concept of philosophy and literary theory, irony has evolved into

continual interpretations, which concern some basic theoretical topics like language, meaning and con⁃
versation. Resemblances could be proved between Socratic irony and philosophical irony in the con⁃
temporary horizon, especially for Richard Rorty’s paraphrasing. Basing on the critique of western meta⁃
physics, Richard Rorty points out that irony manifests radical and continuing doubts on philosophical
vocabularies and arguments. In some sense, irony is the humbling and weakening of philosophy itself.
As Weak Thought, irony explores an intellectual approach for the therapy of strong metaphysics, and
manifests the consciousness of tolerance and spiritual piety in human endless philosophical conversa⁃
tions. Irony also tries to reconstruct the relatedness between word and meaning.

Keywords: irony; socratic irony; Richard Rorty; conversation; Weak Thought
Studying Experimental Epistemology Based on Three Dimensions

Cao Jianbo
Abstract: Experimental epistemology is a new kind of epistemology which has been produced

along with the movement of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in the past more than ten years. Being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ly analytic epistemology which appeals to philosopher’s intuition and the reflective
method to study the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experimental epistemology mainly uses questionnaire to
detect folk epistemological intuitions, so it can provide the empirical data for epistemological prob⁃
lems. Experimental epistemology greatly challenges many conclusions of traditional epistemology, and
puts forward many important new discoveries, for example, (1) the experimental studies of knowledge
attribution have found that knowledge attribution is contextually sensitive; (2) the experiment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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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ruetemp cases provide supports for internalism of justification; (3) the experimental studies of
skepticism have challenged the importance of skepticism.

Keywords: experimental epistemology; knowledge attribution; case; questionnaire; intuition; folk
Conceivability Arguments and Their Limits

Liu Jingxian, Chen Bo
Abstract: Conceivability arguments such as zombie argument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contempo⁃

rary philosophy, but unrestricted use of such arguments has led to fierce debates among various philo⁃
sophical claims. A limitation principle for conceivability arguments is as follows: the possibility en⁃
tailed from the content that subject A imagines is certain to the same degree as the possibility en⁃
tailed from the content that subject B imagines, if and only if, A and B reach resonance concerning
the imagined content. Resonance involves three elements: the development of empathy, the elimination
of prejudice and the collapse of higher-order imag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limitation principle within
one single subject, zombie argument can be refuted by three ways: an opposite subject, a distant sub⁃
ject, and an ideal subject. Resonance is a social concept, and its three elements can be further ex⁃
plained as causal embodiment, 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 and social convention.

Keywords: conceivability; possibility; imagination; resonance; limitation principle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 Ming Dynasty and the Mazu Belief’s Oversea Diffusion

Liu Tingyu
Abstract: The 15th century and the 16th century were always expressed as the European’s Age

of Great Navigation in history discourse, but if we look through the angle of Maritime Silk Road, Chi⁃
nese maritime power was hard to be ignored. The east culture and the west culture clashed in Mari⁃
time Silk Road during this time. Mazu, Chinese goddess of the sea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folk beliefs and the most important sea god since Song and Yuan dynasty in Maritime Silk Road,
has indispensable influence in this progress. The diplomatic envoys, the missionaries, the merchants
and the sailors coming from Europe in the 16th century wrote down their witnesses of Chinese Mazu
belief in Ming dynasty, which reflect the shock of culture Mazu brought to the Europeans coming to
the east and also influenced by Christi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the 16th century; Mazu; European records; Maritime Silk Roa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ujian Businessman’s Activity of Running Schools in Singapore

during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Spreading of Confucianism

Li Yiting
Abstract: Tan Kim Seng established Chui Eng Free School in Singapore for the purpose of inher⁃

it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protect Chinese nation, China and Confucianism, Khoo Siok Yuan
and Lim Boon Keng established Singapore Chinese Academy and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Their educational activities were conscious cultural choices. Especially, Lim Boon Keng was with rec⁃
ognition of raci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y and the successors were committed to spreading
Chinese and Confucian culture such as Self-cultivation, and etiquette. They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
tion to the inheritance of Confucian culture in Singapore,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ecognition
of Chinese ethnic group and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Tan Kim Seng; Khoo Siok Yuan; Lim Boon Keng; the spreading of Confucianism; Fuji⁃
an busines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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